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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广告主要包括银行广告和保险广告。《大公报》的金融广告代表了我国近代金融广告的整体水平、王郅隆时
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异军突起，几乎成了《大公报》广告的支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津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同时，

王郅隆是其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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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早，解放以前我国的金融业
主要是银行、保险和租赁。金融广告是传播金融信

息的重要手段，金融广告的内容主要是金融政策法

规、金融组织形象和金融产品。［１］广告收入对报纸

的重要性，决定了报纸的经济命脉。［２］《大公报》创

办于２０世纪初的１９０２年，它从１９０８年开始刊登
金融广告，从此百年《大公报》金融广告瓜瓞延绵。

《大公报》早期的金融广告主要包括银行广告、保险

广告和租赁广告等主要门类，银行广告和保险广告

是我国近代金融广告的代表，反映了我国近代金融

广告的整体水平和基本特征。我们对抗日战争爆

发前的《大公报》金融广告进行统计发现，王郅隆时

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所占比重最大，在关键时期

几乎成了《大公报》广告的支柱。究其原因这既是

天津金融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王郅隆的社会关

系密切相关。

　　一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金融广告异军突起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大公报》分为三个时期：第

一时期为英敛之时期（１９０２—１９１１年）这一时期就是
晚清时期；第二时期为民国初期，它主要是《大公报》

的王郅隆时期（１９１１—１９２５年），第三时期是新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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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时期（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９２５
年１１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王郅隆时期
的《大公报》在《大公报》百年发展的历程中，是最缺

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既无英敛之时期的锐

气，又无新记《大公报》的独立，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

低谷”。［３］１２５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郅隆时期的

《大公报》与银行界关系密切，报纸上金融广告所占

比重在《大公报》各个历史时期是最大的。

表１　 １９０８—１９３６年《大公报》银行广告统计

年份 银行广告数 比例／％ 年份 银行广告数 比例／％

１９０８ ８０１ ３．９５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２ １１．５４

１９０９ ３７５ １．８４ １９２４ １６９９ １１．６０

１９１０ ２６２ １．０９ １９２５ １９５２ ２１．５４

１９１１ ４９１ ２．７８ １９２６ １０１６ １７．２７

１９１２ ４４４ ２．５１ １９２７ ５６７０ １２．８６

１９１３ ５６３ ２．１５ １９２８ ４７０７ １１．０７

１９１４ ５５６ ２．５６ １９２９ ７４７２ ９．８６

１９１５ ９１０ ４．１７ １９３０ ７８４５ １０．３６

１９１６ ２７７８ １０．９３ １９３１ ５５２１ ８．０２

１９１７ ３２６３ １１．３１ １９３２ ５２５６ ６．１３

１９１８ ３７１３ １３．１６ １９３３ ３７１５ ４．６４

１９１９ ４７３８ １６．１８ １９３４ ２８００ ３．６３

１９２０ ４３２８ １５．４２ １９３５ ４８４４ ５．４５

１９２１ ４４２８ １７．６３ １９３６ ２３５４ ３．５３

１９２２ ２３８４ ７．３４

表２　１９０８—１９３６年《大公报》金融广告统计

年份 金融广告数 比例／％ 年份 金融广告数 比例／％

１９０８ １０４４ ５．１５ １９２３ ２４３０ １４．５９

１９０９ ９１１ ４．２０ １９２４ １８８６ １２．８８

１９１０ １０９９ ４．６１ １９２５ ２１２４ ２３．４４

１９１１ １０６２ ６．０１ １９２６ １０４１ １７．６０

１９１２ ８０７ ４．６２ １９２７ ５９１７ １３．４０

１９１３ １０３２ ３．９４ １９２８ ５０７７ １１．９０

１９１４ ７９４ ３．６６ １９２９ ８１２０ ９．５０

１９１５ １１１３ ５．１０ １９３０ ８５１１ １１．２０

１９１６ ３２６１ １２．８３ １９３１ ５８５１ ８．５０

１９１７ ３８６９ １３．４２ １９３２ ５５２１ ６．５１

１９１８ ３９３９ １３．９７ １９３３ ３９８７ ４．９８

１９１９ ５４５９ １８．６４ １９３４ ３０２４ ３．９２

１９２０ ５０２７ １７．９１ １９３５ ５２３５ ６．１７

１９２１ ５４０３ ２１．５１ １９３６ ２５３４ ３．８０

１９２２ ３１８９ ９．７９

表１和表２分别是１９０８—１９３６年《大公报》银
行广告和金融广告的统计数据和比例。从表１和

表２数据统计中我们看到，《大公报》金融广告的主
体是银行广告，且以与王郅隆关系密切的银行为中

坚力量，保险及其他的金融广告所占比重很小；银

行广告水平迅速提高，所占版面越来越大。１９１６—
１９２５年间月平均刊登银行广告超过３００则，占广告
总量的１０％以上，最多的时候会超过２０％，即使是
在报纸奄奄一息的１９２５年，《大公报》广告也主要
靠银行广告来支撑。

　　二　天津银行业的发达成就了《大公报》银行
广告

　　金融的发达程度，与商业的发展情形息息相
关，同时也是衡量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发达程度的

重要标准之一。天津银行业、保险业的发展是《大

公报》金融广告兴盛的经济根源。明清时期，天津

作为京津重镇，成为盐业基地和商贸集散中心，又

有紧邻政治中心的优势，清代时期钱庄、票号等金

融组织已相当兴盛。

天津的近代银行业始于１９世纪末。１８６０年，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外

国商品和资本进入天津。１８８２年，天津有了第一家
近代银行，这就是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不久，

清政府也开始在天津发展银行业，盛宣怀在清光绪

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奏请创设中国历史上第一所
近代化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天津银行业迎来了自己的
辉煌发展时期，银行一跃成为天津最重要、最具实

力和影响力的金融组织。２０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是天津银行业的初步兴起阶段。在此期间，

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法比合资的仪品放款银行以

及比利时的华比银行３家外资银行先后在天津建
立分支机构。与此同时，华资银行也开始增多，志

成银行、直隶省银行和殖业银行３家国内银行也在
天津粉墨登场。另外，还出现了一家中外合资银

行———１９１０年设立的北洋保商银行（该银行后来
转为中国独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２０年代末期是天津银行业
的兴盛阶段。这一时期成为天津近代历史上银行

创建最多的时期。据统计，在１９１５至１９２８年短短
１４年时间内，在天津建成的银行总计有：外资银行
９家，中外合资银行６家，总行设在天津的华资银行
２５家（另有分行设在天津的银行３０余家）。［４］其中
最著名的是盐业、金城、大陆三家银行，与中南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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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称北四行，这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区域性金

融集团。［５］与南方由浙江实业、浙江兴业和上海商

业储蓄银行组成的“南三行”形成对立之势，成为中

国银行业中不容忽视的两大金融集团。“北四行”

的控制者是旧中国北方的金融资本集团，它们分

别成立于１９１５，１９１７，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自它们建立至
抗战前的２０年代，业务重心都在北方。天津是华
北第一港口，物资和资金的流量很大。当时，天津

银行业的规模虽与上海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不过已稳居全国第二位，也是全国重要的金融中

心。据《中国经济年鉴》统计，１９３６年全国银行总行
总计１５９行，上海最多，为６０行，占总数的３７７％，
天津以８行位居第二，占总数的５０％。［６］６４３另外，由
银行资本额来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天津也仅次于上
海而名列全国第二位。据《中国经济年鉴》１９３５年统
计，１９３２年下半年上海与天津银行缴进股本总额在
全国分占前两位，分别占全国银行缴进股本总额的

６０．０２％和１２．６９％。［６］１０２１由此可见，天津银行业兴起
后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

天津银行业走向兴盛的时期正好是《大公报》的

王郅隆时期，于是《大公报》的银行广告被置于最重

要的位置，甚至是头版位置，广告内容与头版新闻相

呼应。《大公报》第一版刊登广告，以银行广告居多。

银行广告数量大，集中发布，设计水平提高。首先，

运用大版面、固定版面的广告方式，强化了刺激效

果；《大公报》所登银行广告的标题和内容均力图表

现出系列性变化，并多采用连续登出的方式，这不仅

能更全面、更丰富地传播广告产品的各方面信息，给

读者以持久印象，同时还往往通过运用大版面、变字

体等方法，以增强视觉效果，强化广告效应。

　　三　天津的保险业丰富了《大公报》保险广告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率先在上海开设

保险公司，１８６５年５月，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机构
也是在上海成立。民国时期中国保险业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保险业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民国

前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是我国保险业的缓慢发展时
期；民国中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是保险业的快速发
展时期；民国后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是保险业发展
的低落时期。［７］

《北京条约》增开天津商埠，加上天津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天津成为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的重要基

地，保险业也就随着商品倾销进入中国。１８９５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对中国大规模资本输

出，投资保险业是资本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

外国保险公司的开设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投资保险行业。１９０７年华商民族保险业在天津开
始出现，当时主要是一些银行开始创办保险公司。

如金城银行独资创办了太平保险公司，资本额为旧

币１００万元。总部设在了上海，天津等国内各大商
埠设有分支机构，由于当时天津是北方金融中心，

所以，天津分公司地位尤其重要。金城银行总经理

处曾通知所属：“凡本行所有房屋及押汇或堆存货

品，其未保险者，可即与该公司洽理，或已保险者

一经到期，即改由太平承办”。金城银行认为：“我

国保险业，向操诸外商之手，利权外溢，亟宜补

救，且斯业亦与银行业务及附属营业深切关

联。”［８］有金城银行的资金和业务的扶助，太平保

险公司迅速发展。此后，中南、大陆、交通、东莱、国

华５家银行也纷纷注资保险公司，这样银行与保险
公司之间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地开展业务，使得天

津的保险业在银行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随着天津保险业的初步发展，《大公报》保险广

告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为了增大保险广告对消

费者的吸引力，开始采用证人证言式广告，在广告

词上大做文章。如一则以“赔款迅速”为题的广告：

“合娃少岩于光绪三十二年，经沈丽生君在永年人

寿保险五千金巨款，三十三年十一月病故，保险费

仅交一期，该公司并不验看病人情状，于十日内即

将赔款送至敝宅似此公道信实，询足令人佩服，至

沈骆之热诚，尤足感人，如有欲保险者经沈君介绍

毫无错失，若有故，可以应急需，平安仍可食其利，

诸君其勿忽诸。陈梓臣谨启。”此后，一些洋行也做

保险业务，如华隆洋行、益昌洋行等做火险生意。

它们的广告的整体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广告开始

出现明显的策划痕迹。如开始注重保险广告的版

面设计，在文字宣传的同时配合商标图案的运用，

广告更加醒目，广告效果提高。

　　四　王郅隆成为《大公报》金融广告异军突起
的有力推手

　　王郅隆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投资报业、
金融与纺织等行业，他在官场和商场周旋，尤其与

银行界关系非同寻常。王郅隆与银行界和安福系

深厚的渊源成为《大公报》金融广告异军突起的有

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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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涛，杨柳依依：王郅隆时期《大公报》金融广告发展原因探析

１９０２年《大公报》创刊时王郅隆就是《大公报》
股东之一，１９１６年他集资购入《大公报》。１９１８年
４月，王郅隆的裕元纱厂投产，１９２３年就成为天津
资本最雄厚、获利最丰的纱厂。１９１７年，王郅隆与
倪嗣冲合办裕庆公银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５日，王郅
隆与周作民等人发起成立金城银行，金城银行在

华北地区与中国、交通和盐业３大银行并驾齐驱。
王郅隆还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吸收了大批军政首脑

入股，导致该银行实力居“北四行之首。１９１９年王
郅隆又与徐树铮在天津创办了边业银行，身为多家

银行大股东的王郅隆与金融界关系密切。

王郅隆的多重身份对《大公报》金融广告起了

催化的作用。从１９１７年开始，《大公报》不仅大量
刊登金融广告，新闻也以金融界为首选。以 １９１７
年１月２８日为例，当日第一张第二页（这是实际上
的新闻头版）共刊登了２４条新闻，其中两条是关于
交通银行的，言论栏目“冷观小言”（冷观是胡政之

的笔名）也是关于银行界的。金融广告更是迅猛增

加，金城银行、盐业银行、边业银行的广告几乎天天

都有。仅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日这一天，就登了８个银
行的广告，占据第１版的醒目位置，内容主要是推
介存款、买卖金银等业务。从１９１７年开始，《大公
报》刊登的银行广告篇幅也大量增加，既有交通银

行、金城银行、天津殖边银行等与王郅隆关系密切

的银行，也有中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其他银行

的广告。银行成为《大公报》广告的重要客户。

在《大公报》广告的三个时期，金融广告的经营

和整个广告演变的轨迹的变化较为明显，金融广告

的初步发展时期是报纸经营并不出色的民国初期。

在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５年王郅隆时期，金融广告尤其是
银行广告的数量上升很快，广告版面迅速增加，特

别是与经营者关系密切的银行的广告占据了主要

的广告版面，从１９１７年以后银行的广告明显增多，
带动了广告数量整体增长，１９２４和１９２５年，广告的
经营出现了一个低谷，这是因为报纸在停刊前经营

不利造成的，那时报纸每天只有 ８版，广告随之

锐减。

《大公报》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

个历史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传播信息，主导

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

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记录了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她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

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

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惟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

纸。”［３］２广告是商业报纸的生命线，天津的工商业远

不如上海发达，《大公报》能够从天津走向全国，成为

中国难得的百年大报，王郅隆时期虽然只是百年《大

公报》的一个过渡时期，金融广告却对这一时期报纸

的生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下了不少金融广告

的精品，也为我们今天的金融广告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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